
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 

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 

张德 明 

内容提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基督教会积极投入抗 日救亡运动，但面对国 

难，教会内部对于如何救国产生了争论。武力抵抗派除了呼吁武力抗击 日本外，还成立战 

区服务委员会，开展前线军人与伤兵的服务工作；唯爱派则坚持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呼吁 

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采取发表宣言、祈祷、寻求国际支持等方式救国，并成立信行救 

国十人团；稳健派则主张发动民众，作长期抵抗，或向前线捐款捐物，或参加后方伤兵救 

护。华北基督教会开展的抗 日运动，虽然形式多样，但都彰显了广大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之 

心与社会责任感，对全民族抗战贡献了应有之力，也体现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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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自近代大规模人华传教后，实行政教分离，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多持消极逃避态度，不鼓 

励基督徒与教会学校师生参与爱国活动，为此经常受到中国人的批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 

督教与民族主义运动格格不人，“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同外来宗教的宣传相敌对的；传 

教组织，不管它抱有如何无私和慈善的动机，一般都被看作是与民族发展不相容的”。① 但是，193 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加剧，华北地区成为中日交涉的前沿地区，社会各界掀起了救亡热潮。 

华北基督教会面对 日本的侵略，也开展了积极的救亡运动，只是其内部对救国的具体方式产生了争 

论，然而学界对此研究却较为薄弱。② 本文拟考察 193l一1937年间，华北基督教会面对日本侵华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2015M571222)，曾提交参加第三届“宗教 ·法律 ·社会”学术研讨会。 

另本文提及的华北基督教会，特指华北地区基督新教的各教会组织，文中有时简称为“教会”。 

① 贺麟 ：《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 158页。 

② 如，顾卫民：《国难与中国基督徒》(《史林》1995年第 2期)、俞祖华：《基督徒与抗 日救亡运动》(《抗 日战争史及史料研 

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赵晓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抗 日战争研究))2Ol1年第2期)及姚 

西伊：《“九一八”后中国基督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等文章，对此问题有综合研究，但涉及华北基督教活动的内容较少，且在具体史实与史料运用上仍有深 

挖 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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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应对，分析其在抗日问题上的实践与争论，探究其开展的具体救亡活动，进而认识来华基督 

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鉴于史料与篇幅所限，有关华北教会学校与天主教的抗 日救亡活 

动，将另作专文讨论。 

随着日本侵华的咄咄逼人态势，基督教若不予因应中国人民的抗日心理，必将被中国民众所抛 

弃。特别是出于中国人本能的爱国之心与民族感情，处于日本侵略最前线的华北广大中国基督徒， 

或声讨 日寇，或捐钱捐物，或进行医疗救护，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救国工作。此时期，华北基督教会正 

在开展振兴教会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以下简称“五年运动”或“五运”)，将该运动与抗 日救亡 

密切结合，他们认为五年运动就是救国运动：“五运的种种工作，恰是今 日中国所最需要的，所以我 

们当这国难方殷的时候，我们做爱国的种种运动，切不要忘记了五运这种根本救国的运动。”(D在民 

族危机日渐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基督徒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自不能置身事外，他们从基督教义内 

寻找救国思想资源，体现了基督徒的强烈使命感。教会人士认为：“我们并不是提倡狭义的爱国主 

义，也并没有受任何党派所利用，我们要救亡，乃是因为我们要维护正义!”②当时华北各大教会报 

刊，纷纷刊登中日问题讨论 ，提供解决国难问题方案，讨论中国基督徒与国难的关系。如，1931年 

l0月的《华北公理会月刊》刊登了《中国基督徒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的认识及准备》《国难时期基 

督徒信仰问题》《我对于现今时局的感想》。北平的《真理与生命》则刊登了《基督教对于日本侵占 

中国国土应当持什么态度》《基督徒今日为国难的奋斗》《信徒对于国事第一步的工作》等文章。因 

对中日时局、教义等方面的认识差异，基督教会内部对于救国方式有不同见解 ，而纵观华北基督教 

会各派的救国行动与建议，根据当时基督徒的看法③，大体分为武力抵抗、唯爱及稳健三派，现分别 

叙述。 

一

、 武力抵抗派的言行 

基督徒中的武力抵抗派认为基督徒固应主张和平，然抑制强暴是实现和平的必由之路，提出武 

力抵抗是出于自卫，不是侵害他人，为维护世界和平，不得不武力抵抗。如有基督徒提出：“我们要 

想和平，只有与野蛮主义、军国主义者相抗，同时用我们的武力来用以 自卫，那正是我们去求和 

平。”④还有基督徒认为：“如日兵无故占我土地，杀我同胞，则自卫的武力抵抗是应当的。中国如欲 

做和平运动的一分子，第一须先有武力的准备，有了足以自卫的武力，方能谋中华民族的出路，方能 

扶助弱小民族求解放。”⑤亦有基督徒针对日本的暴行，提出凡属基督徒不论国界，都应反对其暴 

行：“我们主张武力铲除世界的暴力暴行，当如不是基于狭隘的爱国心，甚至可以说并不是有甚么 

国界的成见。”⑥《野声》发表的《告全国基督徒书》中提出：“如果非武力不足保障世界和平，为什么 

基督徒不可以借用武力呢?如果非战争不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参加战争 

呢?”⑦再如“基督将军”冯玉祥于 1931年 10月在北平发表通电，希望政府：“团结民众，一致对外 ， 

① 曹新铭：《五年运动就是救国运动》，《中华归主》第124期，1932年 3月1日，第 l4页。 

② 黄培永：《基督徒学生与救亡运动》，《消息》第1O卷第7、8期舍刊，1937年 l0月，第44页。 

③ 参见张祖翼《基督徒于东省事件态度的剖解》(《女青年》第 11卷第 1期，1932年 1月)及陈晋贤《基督徒对于国难态度的 

分析》(《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5期，1932年5月)两文的分析。 

④ 鹗翘：《自卫是爱护和平》，《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3期，1932年3月，第 12页。 

⑤ 檀仁梅：《基督与武力》，《唯爱》第 10、11期合刊，1933年 11月 15日，第63页。 

⑥ 谦 ：《基督教与非战主义》，《兴华杂志》第28卷第40期，1931年 10月21日，第6页。 

⑦ 《告全国基督徒书》，《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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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民族生存之防御，以雪无上 

之奇耻。”①部分教会还组织救国会，抗 日态度比较坚决。针对日军不断侵占东北领土，山西汾阳教 

会组织的基督教救国会发布宣言称：“如日本一再执迷不悟，得寸进尺，国际联盟不能保持和平，主 

张公理，为求生死计，只有全国武装起来 ，对 日宣战。”~1931年 11月，作为基督教全国性组织的中 

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全国总会”)亦致国内诸从政基督徒，反对妥协，“希望从政基督徒 

为国牺牲，拥护正义，雪我国耻。本会全体会众追随领导，誓作后盾，并通行各大区堂会 11月 15日 
一 致举行国难公祈”。③ 1933年初 ，在北平青年会组织的学生会议中，有基督徒还指出：“我们认为 

国际联盟是空的，除非我们战斗，中国就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希望延续中华文明，我们就必须战 

斗。”④当然，受基督博爱精神影响，此派主张虽然符合抗日实际，但在中日战事初期，并不为多数基 

督徒接受。 

武力抵抗派中除少数基督徒赴前线参军抗 日外 ，更多地体现在战区服务工作方面。因 日军进 

犯热河，长城抗战开始，1933年 2月底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全国协 

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简称为“战委会”。⑤ 战委会之服务 

工作涉及募捐、收送慰劳品、备置及输送医疗药品、组织急救训练班、举行战况报告及演讲 ，使一般 

民众得悉战事实情。该会最初在北平设立战区服务部，聘北平青年会干事全绍文为主任，主持前方 

实际工作 ，在喜峰口、古北口、冷 口一带先行设立招待处。战委会聘请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并请其通 

告全军给予承认及保护，对该会涉及的慰劳品、仪器等运费给予优惠，并实行免税免验。⑥ 1933年 

3月24日，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在保定向蒋介石面陈战委会计划，受到蒋介石肯定，并令 

军需处拨付2．5万元给予支持，其余经费由各地青年会联合募捐7．5万元。⑦ 战委会的成立，也是 

青年会全国协会首次成立全国性的战区服务组织，开创了基督教战区服务的先河。 

华北各青年会后来多参加战委会的服务工作，分为北平、天津、张家 口、保定、大同等 12个分 

区，并相继成立了服务部。各服务部的具体活动，主要围绕前线伤兵与军人的需要展开，各部多设 

立普通招待处、伤兵招待处、伤兵医院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及军人俱乐部，在前线及后方医院开展慰 

问与救济伤兵 、难民工作，还通过放映或表演向民众宣传战事。⑧ 为保证服务质量 ，北平天津青年 

会干事联合会在1933年初分组到前方考察战地实况及前线官兵的需要，前方将领对他们的服务计 

划表示赞同，并称：“彼等之兵士生活，殊感枯燥，大有增添其趣味之必要。”⑨同年3月25日，战委 

会派员从北平青年会出发，携带大宗伤兵用品到战事沿线的蓟县、遵化等地，设立伤兵招待处，除提 

供医药外，还为伤兵组织教育班、代写家信处，以及娱乐等服务，并为受伤将士特设厨房，预备粥汤 

热食等。⑩ 1933年春，北平区服务部创办军人俱乐部，平均每 日有 200余受伤军人来此娱乐，特别 

《冯玉祥通电》，《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 1O月，第32页。 

《汾阳基督徒抗日救国会宣 -_-g-)，《兴华周报》第28卷第44期，1931年 11月 18日，第30页。 

《致国内诸从政基督徒书》，《总会公报》第3卷第8、9期合刊，1931年 11月，第8O3—8o4页。 

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礼 ：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1935年编印，第74页。 

《粱小初电蒋中正》(1933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75／028。 

《梁小初电蒋中正》(1933年4月 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oo2／08O2oo／00076／057。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74—75页。 

《战区服务工作报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青年协会书局 1934年版，第 

《全国青年会战地工作》，《兴华周-?l】》第30卷第 13期，1933年4月12日，第3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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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棋类游戏，颇为军人所爱好①；保定区服务部自1933年成立军人俱乐部以来，每 日来者都有 

二三百人，其设有休息室，还有留声机、书报等，并设席棚，以备官兵休息喝茶，还派员到伤兵医院服 

务②；战委会在唐山兵站医院也设有服务部，该部通过医院内的青年会室提供各类娱乐活动，队员 

还轮流到病室慰问，并为伤兵代写家信，放映电影，受到伤兵欢迎。③ 随着长城抗战结束，战委会的 

工作也在同年 8月底停止活动。战委会所至各处，无不备受军事当局及士兵欢迎，并蒙第三十二军 

军长商震与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馈赠锦旗，以志纪念。④ 青年会的此次战区服务基本完成了其 

工作计划，这得益于全国各基督教团体打破教会派别限制，在人才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协助。如， 

张家口战区服务部曾与该地的美普会、救世军、神召会、安息 日会等教会合作，在救护妇孺工作上协 

同救济。⑤ 特别是在战区服务方面，“此种开创工作之价值所在，则早已证明，尤其在中国军队中， 

更能适应实际的需要”。 

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后，青年会全国协会又根据 1933年在华北战区服务的经验，组织成 

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派员对前线情形进行调查，取得阎锡山、傅作义的许可后 ， 

在归绥设立总部，由北平青年会干事萧泗千出任总干事，并在集宁、大同等地设立支部。⑦ 傅作义 

对青年会 1933年战区服务印象深刻，当时称只允许青年会来前线服务，因他认为：“青年会是以服 

务为目的，我们知道你们没有背景，所以很欢迎你们来。”⑧服务部为伤兵、军人及军官成立俱乐部， 

为官兵举行文体类的游艺活动，并在医院慰劳伤兵。该会成员从华北各青年会干事中抽调，计 21 

名，另有技师6人，“在武川、百灵庙、集宁、陶林、兴和、大同等处工作，极为各士兵所欢迎，傅作义 

主席尤为优待”。⑨ 如，集宁区服务部除成立军官、军士俱乐部外，还为士兵放映电影，并组织篮球 

比赛与春节游艺大会；绥远区服务部则于 1937年 1月 17日至 19日举行慰劳官兵游艺大会 ，演戏 

三天，每次到会人数均在千人以上⑩；同年2月 28日，绥远区服务部还在归绥举行了赠送“抗敌受 

伤将士纪念奖章”典礼，傅作义出席并致辞，全场伤兵及观礼人员达一千六七百人。⑩ 随着战事结 

束，服务部于 3月底结束了在绥远、集宁等地服务，傅作义赠送服务纪念章，并特致电青年会全国协 

会表示感谢。此外，该会大同服务部活动尤为显著。该服务部成立军官俱乐部及伤兵俱乐部，在 

1937年2月举行慰劳游艺会与防空防毒展览会。当时，云冈伤兵医院俱乐部有伤兵及病兵 170余 

人，服务部为他们成立识字班、研经班、讲故事及歌咏班。@ 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针对前线官兵的实 

际需要开展活动，尽力救助伤兵，特别是满足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为 1937年后更大规模的青年 

会军人服务部的成立积累了经验。 

武力抵抗作为最为有效的抗日形式，因基督教一贯反对暴力，故起初持该派主张的基督徒属于 

少数。然此派基督徒坚持呼吁武力抗日，打击了基督教会内部的妥协投降的思潮，并随着 日本侵华 

《青年会战区服务》，《北平青年》第24卷第19期，1933年6月5日，第4页。 

《战区服务部每日在重伤医院服务》，《保定青年》第 l9卷第6期，1933年6月30 13，第2页。 

《前线寄来的信》，上海《申报》，1933年4月2O日，第8版。 

梁小初：《国难中之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1933年，第 l75一l76页。 

南秉方、李安民：《张家12"战区服务部报告》，《同工》第 123期，1933年6月 15日，第22页。 

《战区服务工作报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第42页。 

G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ear Book。1936(Shanghai：Assoeiation Press．1937)，P．18． 

《萧泗千君报告前方工作情形》，《消息》第 1O卷第2期，1937年2月，第32页。 

《军A．IJ~务会决继续绥远服务》，上海《申报》，1937年2月3日，第 l5版。 

希孟：《战区服务部消息》，《北平青年》第28卷第19期，1937年 1月28日，第2页。 

《战区服务工作汇报》，《同工》第161期，1937年 3月15日，第29页。 

《战区服务部最近工作报告》，《同工》第162期，1937年5月15日，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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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成为多数基督徒接受的主张。特别是青年会的战区服务工作，在支援前线服务中贡献颇大， 

这更是武力抵抗派基督徒直接服务抗战的务实行动。 

二、唯爱派的言行 

唯爱派基督徒以中国唯爱社的成员为代表①，该派站在耶稣唯爱主义的立场，反对武力抵抗及 

用战争解决问题，认为：“战争的途径，根本上与基督教唯爱的精神相背驰。战争的目的在力服，基 

督教则主感化。战争所用武器在毁灭，基督教则主救赎。”②该派根据唯爱的原则，主张要用精神的 

方法、非武力的方法——如不合作及经济绝交，在耶稣面前为日本及中国忏悔等方法促醒13本。 

如，有基督徒指出：“唯爱是决不能用武力流血的，决不能用不良的手段去达到好的目的，战争的 

事，是唯爱主义所极端反对的。”~1931年 lO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真理与生命》的 

社论中提出基督徒应对国难的方法：对全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信众宣传事实真相；为中国政府、人 

民及世界一切主持公论者祈祷；加紧信众人格的训练；提倡对日经济绝交及国民绝交；本耶稣精神 

及信徒自己的理解参加救国运动。④还有基督徒在《教务杂志》刊文称基督徒对于中日危机态度， 

应是坚定对耶稣的信仰，坚信正义必胜，需要有追求真理及与邪恶战斗的勇气，开展促进维持和平 

的工作，但不能参与战争，可抵制错误的观念并给予必要的谴责，促进中日民众的沟通。⑤ 唯爱派 

基督徒的主张多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对时局影响甚微，甚至对抗战产生消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基督教会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采取应对此次事变的策略，基本与唯 

爱派主张类似。1931年9月28日，作为全国性基督教联合机构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 

称“协进会”)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分别通过致电国际联盟、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日本基督教协进会 

及全国教会书，呼吁各团体一致主张公道，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并请Et本协进会敦促日本政 

府从速通令撤兵。协进会态度比较中和，在《敬告全国教会书》中呼吁国际力量主持公道，同心为 

国祈祷。⑥ 全国总会主办的《总会公报》则特别发布《紧急的重大事件》通知称：“希望我基督徒断 

难坐视，当人人急起直追共赴国难，尽心尽力参加各项救国事件；切实与日本人断绝经济关系，并贯 

彻不合作主义；拥护国家团结；谋求国际同情；纪念我关东各地在患难中的同道和百姓。”( 该会还 

致电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转各教会，请求将真相传布国际联盟及各教会，唤起基督教舆论，维持正义 

与和平。⑧ 以上全国各教会的宣言或决议，仍是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方法处理中日问题。 

华北基督教各教会还纷纷致电协进会，要求其主持正义，维护和平。1931年9月30日，山东 

临清公理会致电协进会，提出：“日本恃强，占领中土，公理灭弃 ，战端在即，万望电请国际联盟会， 

从速制止日本轨外行动。”⑨保定的长老会、救世军等各教会团体联合会也致电协进会，望其函请世 

界各国基督教团体主持公道，共维国际信义。同时，教会还用 自己特有的祈祷形式，为国家和平祈 

福，激励、警醒信徒的爱国意识。1931年 l0月1日，北平各教会选派代表开祈祷会，致电协进会主 

关于中国唯爱社的详情，参见姚西伊《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香港，基道出版社 2008年版。 

徐宝谦 ：《国难与基督徒》，《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4期，1933年 1月，第3页。 

邱运熹：《唯爱新解》，《唯爱》第 15、16期合刊，1934年 12月1日，第50页。 

《卷首语》，《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 1期，1931年 l0月，第 1—2页。 

w．H．Ma，“Christian Attitudes in China’s Crisis”，The Chinesese Recorder，Vo1．LXVII，No．9，September 1936，P．538 

《为13军侵 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圣公会报》第25卷第l期，1932年1月1日，第1O一12页。 

《紧急的重大事件》，《总会公报》第3卷第6、7期合刊，1931年 9月，第759页。 

《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转各教会电》，《总会公报》第3卷第8、9期合刊，1931年 11月，第803页。 

《临清基督教公理会致协进会电》，《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 10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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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平，同时讨论在此局面下的应对方策，并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名义致电Et本基督教同盟，请求 

13本基督徒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暴行：“万希贵国信众与同人等戮力同心，一致进行 ，促使满洲局 

面早复原状。”①总体而言，当时各教会多主张不必直接与日本“为难”，尽力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对外披露，或诉之国联，或诉之非战公约的国家②，带有浓厚的唯爱色彩。 
“

一 · 二八”事变后，在华基督教会又掀起救国热潮，但仍多以发表宣言为主，反对暴力。协进 

会总干事诚静怡发表《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呼吁和平解决争端，称：“希望教友组织联合 

祈祷会，务求上帝灵能，对侵略之凶暴，予以制止，尤其中日基督徒团结一致，高举基督，维护和 

平。”⑧全国总会在事变发生后发布《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表示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恶意和 

报复，认为基督徒面对国难 ，应有坚持根据事实拥护真理的勇气，应该尊重人类的权益和人格。④ 

青年会全国协会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还联合于 1932 

年2月19日发布《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徒同学书》，反对学生的暴力抵抗，主张救国之道，在于 

各尽其守、各专其事，基督徒同学应进行救济难民，联络工商各界，推动不合作运动，并在民众中宣 

传国难。⑤ 北平基督教联合会致电协进会，并转上海基督教各团体，表示慰问，希望中日争端和平 

处理。但是，此类布告仅能起到宣传作用，并不能左右战局发展。 

在长城抗战与绥远抗战中，唯爱派基督徒仍然多以发表宣言与祈祷支持抗战。北平基督教联 

合会曾于 1936年 11月发布为国祈祷宣言，希望基督徒：“须主张公道，力持爱义，阐发圣教之底蕴， 

指陈强权之罪恶⋯⋯以参加救国，实行工作为事。”⑥此外，教会还利用 自身特殊环境，为救亡运动 

提供帮助。如，山西太谷公理会曾两次为太谷学生抗 日救国会提供教堂作为集会场所 ，而教会虽不 

赞成救亡人士的过激行动，但在爱国分子遭到搜捕时，也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这是基督教博爱 

精神的体现。 

曾是西北军重要将领的基督徒张之江在这一时期组织了信行救国十人团⑦，提出推广基督教 

义、改造人心为救国之根本方法，其宗旨是：“本基督教义及其牺牲爱人救世之精神，阐扬真理，唤 

起全民，共同救国。”⑧该团十人为一组，注重个人祈祷、查经及锻炼体魄，在华北各地多有成立。 

如，1934年6月，济南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召开成立大会 ，并相继成立了 12个十人团。⑨ 同 

年，北平也成立了十人团组织。1935年 1月，张之江在滕县证道，讲述信行救国方策，结果组织 18 

个十人团。⑩ 信行救国将布道与救国相结合 ，要求成员：“每礼拜至少须与人谈道一次，每一年内最 

低限度，引一人信主。”⑩该团活动受到蒋介石肯定，蒋于 1934年致电张之江称：“为国贤劳无任嘉 

勉，仍希努力进行为荷。”⑩实际上，信行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仍是非暴力的形式，属于唯爱派的范畴， 

但为基督教救国形式的新探索。 

① 《北平基督教联会致日本基督教同盟电》，《中华归主》第 120期，1931年 11月1日，第 12页。 

② 陈晋贤：《基督徒对于国难态度的分析》，《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5期，1932年 5月，第 14页。 

③ 《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自理月刊》第2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4月，第22_23页。 

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总会公报》第4卷第2期，1932年 4月，第995页。 

⑤ 《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徒同学书》，《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3期，1932年 3月，第37—38页。 

⑥ 《北平基督教联合会为国祈祷宣言》，《真理与生命》第1O卷第6期，1936年 11月，第381页。 

⑦ 关于张之江组织信行救 国十人团的概况，参见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 

院1997年版。 

⑧ 《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简章》，《布道杂志》第5卷第 3期，1932年 5月，第73页。 

⑨ 《济南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消息》，《真光杂志》第34卷第 1号，1935年 1月15日，第71页。 

⑩ 《张之江在鲁证道》，《通问报》第5号，1935年2月，第12页。 

⑥ 《北平信行救国十人团纪念会演讲补志》，《通问报》第12号，1935年4月，第6页。 

⑩ 《蒋委员长勉十人团努力》，《信义报》第22卷第39期 ，1934年 10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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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唯爱派基督徒的言行也遭到部分基督徒的批评。如，济南广智院的基督徒王梓仲虽然认 

可耶稣“爱”的精神，但“若一味的不抵抗与罪恶妥协，而反说是爱仇敌，未免污辱了耶稣的精神与 

教义”。①还有基督徒批评说：“抵抗强暴，作正当的防卫乃是每个基督徒应负的责任，无论这种防 

卫是否出于武力!光是提倡无抵抗是无济于事的，是亡国者的行为，是懦弱者消极的举动，是不适 

合于一国国民性的要求的。”②此类对唯爱派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看清了该派主张对日本侵略认 

识不足且无助于激励全国人民抗 日精神的弊端。 

中国唯爱社重要成员徐宝谦主张国际间的谅解与合作，提出联合国际上的教内外开明分子，平 

时以国际通讯、友谊代表、圆桌会议等种种方法，使中日两国人民，得以信使往返，达成真正谅解。⑨ 

1934年8月14日至18日，由基督徒顾子仁、徐宝谦等筹划，在北平举行了中日基督徒会议。日本 

方面有来自东京的松原岩、菅圆吉等五位基督徒，中国方面则有顾子仁、徐宝谦、王梓仲等八人参加 

会议。中日代表在会上讨论了东方基督教徒对于国际关系的主张、中日两国青年的生活与思想、激 

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农村的改造、民众的教育、公民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及基督教的现状等问题。④ 

会议最后成立了一永久团契，即“西山团会”，推松原岩 、徐宝谦为该团负责人。此次中日基督徒会 

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基督徒的交流及对彼此国家的认识 ，但并未影响双方政府的高层决 

策，这也是基督教影响力毕竟有限所致。 

纵观唯爱派基督徒的言行，仍是从基督教义出发，反对使用武力，主张用爱解决问题，提出和 

平、不合作等非暴力方式处理中日争端，在基督徒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有人批评该派言行“不 

爱国”，有信徒反驳称：“一般中国人的心理，因受 日本欺凌过甚的缘故，而主张战争。这是方法的 

问题 ，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和平就是不爱国，反过来说，战争也不一定是爱国的表 

示。”( 诸如此类回应 ，虽不无道理，但和平抗日的主张在当时既不可行也不被广大民众认可。特别 

是随着 日本侵华行动的加剧，唯爱派基督徒的主张已不适应抗 日形势的客观需要。 

三、稳健派的言行 

基督徒中的稳健派受基督教强调的忍耐及长期受苦精神影响，既不赞成武力抵抗的方法，也不 

赞成绝对消极的不抵抗主义，而是主张增强 自身国力，发动民众，通过务实的行动救国，作长期抵抗 

的打算。华北公理会基督徒许光迪，认为须揭露日本侵略计划、野心，但不必勉强政府立刻对日宣 

战，全民应同德同心，联合起来同做 自卫的准备，采取经济绝交、军事训练、加紧锻炼 自身技能等方 

式抗 日。⑥ 作为基督徒的燕京大学校长吴雷JiI认为救国首先需要阻止国内的兵争，即要杜绝外侮，必 

得止息内争，并提倡改革一切不良的制度，这比改革人心更切实际，可促使公义与仁爱早日实现。⑦ 

该派的主张带有中间调和色彩，既不激进，又不妥协，故获得不少基督徒的支持。 

稳健派基督徒在救亡运动中，逐渐意识到应唤醒广大民众参与救国，信徒应与民众打成一片， 

要激发民众 自救自强的救国意识，这是救国的根本之道。有北平信徒感叹：“国难当前的今 日，对 

① 王梓仲：《基督徒与国难》，《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 1期，1932年 10月，第 36页。 

② 应远涛：《抗日声中的无抵抗主义》，《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 10月，第l2页。 

③ 徐宝谦：《国难与基督徒》，《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4期，1933年 1月，第5页。 

④ 徐宝谦：《中日基督徒会议概述》，《唯爱》第15、16期合刊，1934年 12月1日，第69—7O页。 

⑤ 林启武：《基督徒的爱国与仇敌》，《唯爱》第6期，1932年 11月15日，第39页。 

⑥ 许光迪：《中国基督徒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的认识及准备》，《华北公理会月刊》第5卷第8期，1931年10月，第13页。 

⑦ 吴雷川：《经过“国难”的基督教》，《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3期，1931年 12月 1日，第 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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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问题是一时未可轻忽的，而在工作之余，我们感受最痛苦的，就是没有民众的同情，那末[么]对 

于博得民众抗日的同情，尤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基督徒的救国运动，是以上述方法为手段， 

对日急切更急切的手段。”①还有基督徒认为中国本土布道员面对九一八事变，应首先明确 自己身 

份乃是中国人，还应做到：“本耶稣的精神，作解除民族痛苦的工作 ，使压迫的得自由，故应在各人 

所在的地方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力所能及的场合上，作抵抗 日本的运动，诸如抵制 日货，举行识 

字运动，组织地方自卫等。”②山东基督徒李彦林在赴乡间宣传抗 日后，更感到民众缺乏对国事的认 

知，将日本入侵东北看作中国的内争，故号召基督徒与布道员应着力发动民众，指出此举也符合耶 

稣的主义，并应去唤醒那些知识浅的同胞，将所知道的国事急速地告诉他们。③ 总之，广大基督徒 

逐渐认识到救国必须深入广大民众中去，发动民众 ，开展民众教育，提高其觉悟。出于传播福音的 

考虑，部分基督徒还主张救国更应在民众中传播基督教，如有教会人士指出：“若大多数的民众，得 

不到高尚的智识和道德，不明白基督教的真理与爱，即不能使中国得救。”④ 

对于一直被国民提倡的抵制 日货，稳健派基督徒却质疑其效果 ，认为应当积极提倡生产国货， 

而非消极抵制日货。如有基督徒称：“其实抵制 日货，对于 日本并无妨碍，我们拿什么东西去抵? 

然而所以行，也不过为了于主观方面觉得平安一点而已!其实日本人正在笑我们是傻瓜，便宜 日货 

不买，反买贵的西洋货!”( 也有基督徒认为抵制 日货被 日本用作向国联控告中国人挑战的依据， 

“并以此为实施侵略的借口，特别是向日本国民提供了宣传的有力资料，而直接影响并不及于造祸 

的罪魁：资本家和傀儡的军阀，吃苦的倒是无辜的小工商与一般的日本民众”。⑥ 从抵制 日货的结 

果看，多数抵制日货运动的实际效果不佳，提倡国货反而是较有成效的行动，故部分教会为此发起 

提倡国货运动。如，当时北平公理会组织的妇女救国十人团，在《世界日报》上定期出版妇女救国 

专号以扩大宣传，并组织家庭合作社以制作各种毛线制品出售，作为支持国货的具体行动。 

稳健派基督徒还采取实际行动救国。如，山西太谷基督徒于 1931年底成立基督徒救国联合 

会，分布道、宣传及募捐三股，进行宣传演讲及募捐事项。⑦ 长城抗战爆发后，华北各教会派人参与 

伤兵救护，通过务实的行动支援前线。张家口的挪威传道会即利用教会医院救助伤兵，并向中国红 

十字会请求经费及人员援助。⑧1933年，北平救世军在北平国民伤兵医院进行伤兵救护工作，前后 

接收伤兵百余人。该处基督徒在看护伤兵的同时，还乘机传道，向他们传播福音，并鼓励他们参加 

每日清晨的祈祷会。每次公开聚会，亦多有自动参加者，且有立志求道及认罪归主者。⑨ 同年4 

月，华北公理会在潞河中学成立伤兵医院，召集热心基督徒组织伤兵慰劳委员会，照料伤兵，并为他 

们提供娱乐服务。⑩ 1933年6月，协进会还公开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公开募捐，得到华北各教会的大 

力支持。该派的救国行动从抗 日实际出发，利用自身在医疗技术及基督徒人数众多的优势，为华北 

抗战提供了急需的帮助。 

① 《北平区联农村服务委员会宣言》，《华北公理会月-71J》第5卷第lO期，1931年l2月，第45页。 

② 谢景升：《日本 占领东三省后宣教师应有的态度》，《紫晶》第3卷第 1期，1932年 1月 15日，第17—18页。 

③ 李彦林：《基督徒与传道士救国的方法》，《兴华周报》第28卷第5O期，1931年12月30日，第l3页。 

④ 余牧人：《中国教会今后应努力的事工》，《金陵神学志》第 14卷第5期，1932年5月，第6页。 

⑤ 《邱运熹复张雪岩》，《唯爱》第9期，1933年5月15日，第37页。 

⑥ 张雪岩：《对日的态度与办法》，《唯爱》第6期，1932年11月15日，第33页。 

⑦ 《山西太谷县基督徒救国联合会宣言》，《谷声》第32期，1931年12月31日，第34-35页。 

⑧ 《张家口那威传道联合会主席有关救济伤兵一事的函》(1933年4月)，北京市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总会北平分会档案， 

J023／001／00117。档案原文写作“那威”，实是“挪威”，特此说明。 

⑨ 《国民伤兵医院》，《救世报》第182期，1933年5月，第 1页。 

⑩ 《华北公理会成立伤兵医院》，《信义报》第2l卷第22期，1933年5月31日，第1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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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具有浓厚“社会福音”思潮的来华教会团体，向来在社会服务工作中贡献颇 

多，除了前述比较激进的战区服务外，还在舆论与财物上支援抗 日。青年会面对国难，首先呼吁基督 

徒救国。1931年9月25日，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发表告全国书，提出三点主张：“拥护国府将沈案诉诸 

国联，请求世界公断之政策；主张非武力抵抗，以促日本觉悟；组织小团体，以研究中日问题。”①青年 

会还通过座谈会、印制抗日宣传品、组织演讲等多种形式参与抗日活动。如，1934年5月，烟台青 

年会邀请冯玉祥演讲抗日救国，冯氏在讲演中表达了对国事的不满。②青年会的抗日活动还引起 

了日方不满，如 1935年 日方曾向中方抗议北平青年会知行社借基督教之势力开展排 日行动。⑧ 

华北各地的女青年会在全民抗 日热潮的激发下，积极支援、捐助前线，开展战地护士培训。九 
一 八事变后，北平女青年会于 1931年9月29日开全体会员大会 ，讨论对 日方法，提倡抗日救国，并 

通电揭露 日本暴行。④ 该会与北平男青年会共同组织了抗 日救国会 ，在具体行动上有：提倡不购 日 

货，不存款于日本银行，不向日本保险行投保；同时要求会员积极参加本市之抗日救国工作，并编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横暴史；各会员每日定时间锻炼身体以共御外侮等。⑤ 北平女青年会还组织多 

个妇女救国十人团，提倡国货，研究国家的实际问题，并积极进行调查国货工作。⑥ 此外，该会还组 

织热心妇女做纱布、绷带等，以备东北义勇军之用，并培训妇女参加后方救护队。“一 ·二八”事变 

发生后，女青年会又积极募款慰劳第十九路军。天津女青年会除为上海战事募款外，并做 35打绷 

带、400套白布裤褂，运至上海。另，该会开设救护班，每次请医生、护士演讲救护知识，共开班 10 

次，每次平均40余人。⑦ 因当时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1933年初，北平女青年会特筹款慰劳东北义 

勇军，先后发出两批慰劳品。烟台女青年会也发起援助义勇军募捐运动，全体会员出发募捐筹款及 

衣服。⑧ 绥远抗战期间，天津女青年会曾联合天津市各界妇女，发起组织援绥救护会，募得千余元， 

购置布料棉花，制成被褥100余件，送往前方伤兵医院。⑨北平女青年会发起援绥运动，与北平妇 

女促进会成立援绥筹备委员会，通过举办游艺会及提倡家庭妇女节俭筹款，募集御寒皮手套、皮衣 

及皮袜等，转送前方将士。⑩女青年会所开展的力所能及的支持前线工作，虽然并不能改变战场局 

势，却体现出基督教团体的博爱与爱国之心。 

这一时期，华北的外国传教士大多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国际上揭露日本的侵 

略与暴行。如对于国联的调查，美国公理会某教士曾形象地称 ：“这样的举动，以我看仿佛一处房 

子着了火，我们不应当先去调查是为什么着的，是谁点的，是怎样点的，我们乃是先去救火，等到火 

灭了以后，我们再调查这一切详细情形。”@同时，传教士还利用 自身优势在国外报刊上揭露日本暴 

行，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并有传教士在回国休假时发表专门针对中日问题的演讲。如华北公理会 

传教士博晨光(Lucius C．Porter)自九一八事变后，在美国各大城市做了40余次演讲 ，介绍中日此次 

冲突，并提出解决中国的东北问题，需要世界上各国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打败霸道的 日本，但应抵制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告全 国同工及会员书》，《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 l0月，第26页。 

《朱家骅电蒋中正》(1934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66／092。 

《管翼贤、陈方电杨永泰》(1935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oo／oo218／l21。 

《各校反 日工作仍积极紧张》，《世界 日报》，1931年 9月29日，第7版。 

《北平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抗日救国会简章》，《华北公理会月刊》第5卷第8期 ，1931年 1O月，第29—3O页。 

《妇女救国十人团与后方救护队》，《会务鸟瞰》1932年 2、3月合-?l】，第9页。 

《会员部募款慰劳与组织救护班》，《会务鸟瞰》1932年 2、3月合刊，第42页。 

《烟台市会事．Y-大纲》，《女青年》第12卷第4期，1933年4月，第98页。 

《援绥救护会》，《女青年》第 16卷第3期，1937年 3月20日，第64页。 

《妇女促进会与女青年会昨开援绥联席会议》，《世界 日报》，1936年 11月24日，第8版。 

M教士：《我对于现今时局的感想》，《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2期，1932年 2月，第2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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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① 还有外国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刊文支持中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行动，认为此类行 

为并不违背基督教义。② 当然也有类似唯爱派主张的外国传教士，不提倡武力抵抗，而是采取非暴 

力的方式抗日。在华传教士之所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受基督教博爱精神影响，另一 

方面也有防止日本入侵影响在华传教乃至本国在华利益的考虑。 

四、结语 

晚清以来，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大潮中长期持局外旁观态度。当时，基督 

教会内部“认为救亡运动是有浓厚的国家和种族的色彩，基督是超国家的，超种族的，所以不能参 

加；认为这种运动是武力的和流血的，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所以原则上根本冲突；认为这是属乎世 

俗的，与属灵的无关，所以不赞成它”③，以上认识是导致基督教会在救国运动中持消极态度的主要 

原因，另外还有其秉持政教分离的主张，不愿介入政治层面及意识形态的争执，免得自惹麻烦。但 

是，基督教会这种“不介入”态度在中国国难当头的关 口尤不适宜，招致教内外人士的不满，“有好 

些青年基督徒，因为激于爱国家，爱社会的热忱，不满意于基督教的沈寂，就舍弃了固有的信仰，不 

顾一切，走入他途”。④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中13直接冲突区，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意识与社 

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他们通过多种形式投入抗 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中国基督徒既遵循基督教义 

的教诲，践行救国救世的行动，又努力尽到国民应尽的爱国义务，参与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从实 

际效果看，中国基督徒为抗 13救亡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行动与基督教义中的爱人爱国的 

要求相切合，还驳斥了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反教宣传。中国基督徒参与救亡运 

动，证明他们并不是游离于世俗社会的特殊人群，而是基督教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是基督教 

“社会福音”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体现。基督教会的抗日爱国行动，更是其融人中国社会，增强民众 

对其认同的努力，这既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积极尝试，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性的基督教负伤将士 

服务委员会⑤的成立，以及大规模开展基督教救济活动奠定了基础。不可否认 ，基督教会的战区服 

务带有传教的功利 目的，吸引了少数官兵人教。 

华北基督教会内部对于救国方式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因基督教部分教义与爱国主义之相冲 

突，使有些教友感到困惑。如，少数中国基督徒“因鉴于国难严重，感觉着基督教信仰与爱国思想 

中间的矛盾，内心更觉不安”。⑥有传教士对此争论则称：“基督徒不可拿圣经来证明对日宣战的是 

非，因为他们觉得基督的道理是不适用于战争问题的。”( 不过，基督教会内部关于救国方式的派别 

并非泾渭分明，不少基督徒的主张往往在两派之间徘徊，如武力抵抗派的部分基督徒也同时主张采 

取经济绝交、对 Et不合作的方式。特别是随着 日本侵华加剧，基督教会内占多数的唯爱派及稳健 

派，也逐渐倾向于武力抵抗派的主张，这是基督教人士在认清日本侵华严重性之后的必然反应。日本 

① 博晨光：《美国人眼中之中日事件》，《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8期，1932年 10月，第48页。 

② Andrew Thomson，“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e Chinese Recorder，Vo1．LXIII，No．3，March 1932，P．140． 

③ 漱渝：《读(基督教青年的新觉悟和新出路)有感》，《消息》第9卷第10期，1936年 12月，第20页。 

④ 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 17期，1935年 3月20日，第36页。 

⑤ 关于该会的研究，参见陈智衡《抗日时期基督教会的军人服务——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史述》，李金强、刘义章主编 

《烈火中的洗礼——抗 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1937--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_29O页。 

⑥ 徐宝谦：《1933—34年燕大宗教生活回顾》，《燕大团契声》，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 1934年刊，第5页。 

⑦ 张祖翼：《基督徒于东省事件态度的剖解》，《女青年》第 11卷第1期，1932年 1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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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的步步紧逼，迫使更多基督徒放弃和平幻想，注重务实救国。正如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所认为的 

那样，“今 日中国教会当少讲闲话，少宣传抽象之教义，多做实际之研究，多做事实之讨论”①，努力研 

究国事，以指导民众救国。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中国基督徒从理论与行动上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还扩 

大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外国传教士在华北抗战中也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们向国外揭露日本侵略，便于其他国家民众了解中日冲突的真相。 

[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徐志民) 

《铭记与警示——九--lk国难下的沈阳》出版 

孟悦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5年 8月出版，25万字，48元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民奋 

起反抗、开展 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起点。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然 

颇丰，自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至201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85周年， 

这一研究被再次推向高潮，本书就是其中优秀成果之一。本书参考近年来国内外学 

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考证大量国内外原始史料，以沈阳为基点，着力反映日军制 

造“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和占领沈阳的全过程，是一部深入细致阐述、分析九一 

八事变全过程的历史学专著。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考证大量的历史史料，对重要的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 了充分的论证，字里行间彰显出考证的严谨。书中首次披露了 

八部没有公开过的日本原始史料，还包含 100余幅反映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图片。 

例如，《满洲事变写真画报》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记录日军侵占沈阳的铁证史料之 

一；《满洲事变画报》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沈阳侵略掠夺的详细过程；《新版满 

洲事变的真相》是日本向国内及西方世界歪曲九一八事变真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 

侵华战争的证据；《满洲事变国防献品纪念录》公然把中国东北说成一个独立的国 

家；《满洲事变》一书则歪曲历史，美化日方“企盼和平”“善良软弱”，斥责中国“不知 

感恩”，竟然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满洲上海事变殉国将士显彰录》为双手 

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战死 日军歌功颂德，把他们美化成“精忠报国”的“殉国烈士”。 

以这些史料为基础，本书进行了深入有力的解读和论证，详尽统计和公开了鲜为人知 

的史实和数据，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另外，本书结构严谨，叙述精炼。分十章对日本侵华的源流、九一八事变的背景 

和爆发的过程、中国的惨重损失、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进行了梳理。书中引用亲历者 

证言，并穿插图片，生动鲜活，既值得学界参考，也是大中小学生及军人铭记历史、珍 

爱和平、展望未来的爱国主义教科书。(邢安臣) 

① 刘廷芳：《信徒对于国事第一步的工作》，《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4期，1932年 1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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